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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次考察中国分权式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已有研究强调中国分权式改革

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

要求全面评估分权式改革的环境成本。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中国 1996－2004

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中国环境质量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两点结论。首先是财政分权

度的提高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分权式改革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管

制的努力。同时，一些变量如人口年龄分布、居民教育水平、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等因素也对

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作为可以部分代理潜在公众环境偏好的变量，这些证据表明公众偏好的

表达会对地方政府环境管制产生影响。这一发现无论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定，还是未来改革路

径的安排都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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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固然令世界惊讶，但大规模和高速度的工业化

带来的环境问题同样引人注目。尽管人均排放废水、废气的数量并不过高，但从绝对数来看 ，

中国已成了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并有多个城市加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的行列。环

境污染不仅对我国居民健康产生极大危害，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某些恶意环境污染

事件，甚至导致社会冲突，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另外，国际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义务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全球环境问题及履约问题处理的好

坏直接影响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形象 1。因此，研究环境质量的决定因素，对于保持经济发展

的同时维护环境质量至关重要。

关于环境质量决定因素的经济学研究，目前主要沿着两条脉络发展。一类研究从分析经

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入手，侧重于检验“环境库兹列兹假说”（EKC）及其作用途径。EKC

假说 认 为 环 境 质 量 指 标 和 国 民 收 入 之 间 存 在 倒 “ U ” 关系 （ Grossman and

1 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给中国政府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建议》中，对此有详细阐述。



Krueger,1991,1993,1995；张晓，1999；宋涛，2006）。而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这种影响的渠

道，主要集中于几点。（1）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变。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过渡；（2）对外经

济合作的影响；（3）技术进步；（4）收入增加带来改善环境需求的上升（Anderson and
Cavendish, 2001；Ansuategi and Escapa, 2002；Grossman and Krueger, 1995；Heerink et al., 2001；

Panayotou, 1997；应瑞瑶等，2006；张连众等，2003）
经济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不能独立于制度因素的作用。另一类研究着眼于制度安排对

环境管制偏好的作用，从而对环境质量的影响。Lopez和Mitra（2000）认为腐败和寻租行为

会提高环境库兹列兹曲线的拐点水平，影响经济活动和环境质量的关系。而明晰产权界定和

民主投票系统，有助于集体协作提高环境政策制定效率，改善环境质量（Magnani , 2000）。

民主制度也更有助于居民表达自己的环境偏好，影响环境政策制定（Fazin and Bond, 2006）。

本文也从这一类文献的角度出发，侧重用实证方法回答财政分权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众多文献中，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制度因素。财政分权改革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提供动力，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

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Shah，1994；Qian
and Roland ,1998)。实证研究中，尽管 Zhang 和 Zou (1998) 发现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

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献结论还是支持分权式改革尤其是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Lin and Liu，2000；Jin,Qian and Weingast，2005；张晏和龚六堂，2006；史

宇鹏、周黎安，2007）。不过近年来，财政分权改革的成本或负面影响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周业安等（2004）认为，在财政分权改革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地资源展开的竞争，会导

致市场秩序的扭曲，产生地方保护和恶意竞争现象。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发现不恰当的

分权会加剧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导致目前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偏好降低。周黎安（2004）

进一步指出，中国地方政府表面上为经济发展展开的竞争，其动机来源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

激励。而这种晋升锦标赛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其本身的缺陷会导致激励官员的目标和政府

职能的合理设计存在严重冲突（周黎安，2007）。王永钦等（2007）在一篇综述文章中，把

中国分权式改革的负面激励归结为三点，认为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市场分割和公

共事业的公平缺失。

不过，既然分权改革会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扭曲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那么人们

不禁要问，这种分权式改革制度会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偏好，对地方环境又将

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呢？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既并没有针对中国财政分权对环境政策的理论

分析，也没有就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关注重点在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性质，以及这种影响程度，试图为国内该

领越的相关研究填补空白。我们认为，目前中央提出的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努

力，实际上代表民众向地方政府表达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多种维度的偏好。但目前 GDP

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却仅仅传递着经济增长单一维度的偏好。财政分权改

革使的地方政府官员既有政治激励，又有足够资源来实施这种偏好，通过地区间相互竞争推

动经济增长。但是地方政府这种单一纬度的偏好会削弱它在民众环境保护偏好上本应付出的

努力，晋升激励下的地方政府恶意竞争可能导致环境的严重破坏。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

以本地资源的过渡耗竭换取任期中的经济增长，或为了本地经济发展而损害其他地区的环

境。最后中央政府承担了全部的环境保护责任。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可以预见，财政分权度

与环境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当然，尽管公众的环境偏好无法通过直接参与环境管制来实现 ，

但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表达，如媒体呼吁、人大提案等。鉴于此，我们同样可以预见，

如果公众的环境偏好能够得到很好的表达，将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财政分权对各地区废水排放

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影响，检验财政分权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发现财



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明显带来地区环境质量的恶化，而公共偏好的表达会有利于环境治理的

改善。全文安排如下。第2 部分回顾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第3 部分讨

论公众偏好对环境管制的影响；第4 部分简述计量方程和估计方法；第5 部分说明数据来源

和指标选取；第 6部分给出实证结果和解释。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财政分权和地方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作为一个纯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导致市场机制发生

失灵，需要政府加以提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品的上述特征正构成了集体选择存在的

理由。个人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不是通过价格机制传导给生产者，而是政治程序转化为集体

行动。从这一点来看，环境保护这种产品不能根据个人偏好，而应该根据集体偏好提供。不

过就分权对环境管制的影响来说，尽管关于一个国家中各级政府结构与环境产出的关系正受

到广泛关注（Oates，2002），但何种分权水平有利于居民环境偏好得以表达，从而获得较好

的环境产出问题依然未解。

早先支持联邦政府提供环境集权管制的观点认为，由于工业利益群体偏好与一般个体在

环境质量标准严格性中存在分歧，为了环境团体更好的表达普罗大众的环境偏好，应该由联

邦政府集权管制环境。但后来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放权有利于环境

管制的有效实施。因为地方政府对当地信息的了解比联邦政府更充分（Oates，1972)，可以

根据当地居民的偏好提供更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同时，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之间主要是

竞争关系（Tiebout，1956)，迫于选民和市场主体的压力，地方政府必须提供合意的公共品

和服务，以此吸引自由流动的居民和资源。另外，如果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那么集权

的环境政策是并非上佳（Peltzman and Tideman, 1972）。由于地区间存在环境异质性，代表

地区利益的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偏好会有所不同。当采取集权性政策时，谈判力较小的地区

将会面临重要的效率损失（Burtraw and Porter, 1991；Dinan et al., 1999）。
从财政分权观点出发，中国实施的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尽管是促进经济增长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因素。不过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的正面激励效果远未得到

发现1，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中国财政分权作为激励地方政府提供居民公共物

品（如教育、医疗和环保等）的机制，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中国并不存在。在 Tiebout 与 Oates
的思想中，财政分权之所以可以发挥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方面的信息优势 , 改善社

会福利状况，其前提条件是居民“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两种机制表达自己的偏好（乔

宝云等，2005）。但目前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西方“用脚投票”的机制并不存在。

第二，从地方政府承担的任务来看，对当地公众提供的服务是多任务和多纬度的。而GDP

为主的官员政绩考评机制作为一种“高能激励”方式，会导致地方政府官员的努力向经济增

长这一维度倾斜，造成努力配置扭曲（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不利于中央政府传

递的民众公共品需求偏好。如张军等（2007）发现上世纪 90年代中国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

增长过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向地方财政上的分权。徐现祥等（2007）对地方官员任职

交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时，发现在现行政绩观和财政体制安排下，地方官员交流后 ，

通常采取在流入地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方针来推动流入地的经济增长。而以发展工业和建筑

为主的产业发展取向，无疑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另外，乔宝云等（2005）以小学义务教

育为例，证实中国财政分权没有带来地方小学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揭示出中国财政分权可

能忽视了地方的社会福利。

1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影响正日益受到政府和学者的广泛思考。



第三，地方政府就经济增长展开的破坏性竞争（destructive competition）行为会导致环

境质量严重降低。破坏性竞争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市场不完备或再分配性公共政策，福利最

大化的地方政府会针对各种环境污染问题选择有效的环境政策，就不会导致破坏性竞争行为

（Oates and Schwab，1988；Wilson, 1996）。然而，由于市场失灵和再分配政策司空见惯，

破坏性竞争也就难以避免（Oates, 2002；Kunce and Shogren, 2005）。就中国目前地方政府官

员的政绩评价来说，尽管民众观点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上级对地方政府政绩的判断，但考核地

方政府政绩的仍然以GDP作为主要指标。在这一指挥棒引导下，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于社会

目标更加短期化（王永钦等，2007），地方政府会基于政治晋升激励展开种种竞争来吸引外

地资源，导致市场秩序的扭曲，产生地方保护和恶意竞争现象，同时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

偏好也会降低（周业安等，2004；周黎安，2004；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从中国地方政

府恶性竞争的主要表现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还是为了吸引资源而降低环境标准

的税收竞争，某种程度上都是以过渡牺牲当地资源为代价换取短期的GDP增长时，会对环境

造成严重破坏。

第四，由于环境破坏具有负的外部性，而环境保护的努力具有正的外部性，这种特征导

致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免费乘车”行为，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对于大部分联邦制国家来说 ，

如果地方政府不考虑邻区的福利，或者地方政府的造成污染会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进行治

理，地方政府就可能采取高污染的发展经济行为（Silva and Caplan,1997），保护环境的工作

也疏于努力1。所以，Oates（2002）认为如果一个地区的环境政策影响另一个地区，那么由

中央政府制定环境标准更为适合2。在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下，由于环境污染的来源难以得到

有效的界定，地方政府没有激励提供环境保护的公共服务。同时即使环境保护的责任得以界

定，由于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中，环保部门的制约措施也难以

得到有效的执行。地方政府环保服务的免费乘车行为不可避免。而中央政府提供的种种专项

环境治理活动，虽然短期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但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地方政府的

免费乘车行为，影响环境质量的长期改善。

三、公众偏好对环境管制的影响

从根本上来说，实施有效的环境管制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而一个有效环境管制

的基础是这项管制能够传递公众的环境偏好。尽管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公众的环境偏好可

能都无法通过直接参与环境管制来实现，不过可以通过间接途径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表达

的自己的环境偏好。中国也不例外，由于党和政府长期以来非常关注民生问题 3，在干部选

拔也非常“群众公认”的原则4。因此分权式改革虽然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权，但这种

基于民意调查基础的官员任免制度（王永钦等，2007），使得公众偏好日益影响地方政府的

变量选择。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如果公众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如媒体呼吁、政治参与（人

大、政协提案等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必然有利于政府治理绩效的改进，从而有利于

环境质量的改善。

不过，从实证角度来看，寻找度量公众偏好的合适指标，无庸置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1 已有研究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存在免费乘车问题（Fazin and Bond，2006）。
2 Shapiro and Petchey （1997）证明在一系列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相互合作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这些条

件包括地区间彼此互信、政策相互告知和合作收益大于违约成本等。
3 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在第七部分重点阐述未来将“加快

推进以改善为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4 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第二条。



在本文中，我们延续前人的研究，使用一些替代指标这些来衡量公众偏好传递效果。另外，

为了正确分析财政分权制度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我们还必须考虑分离出其他

影响环境质量的供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年龄分布、地区教育水平、地区城市化进程、

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口密度等1。

1．人口年龄分布与环境质量

人口年龄分布情况会影响居民的环境偏好，对环境政策产生影响。不过人口年龄分布对

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存在争议（Ono and Maeda，2001）。
一种看法认为，首先，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年轻人受到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环境保

护意识会更强。同时，年轻人生命预期不断提高，热衷的户外活动需要良好的环境等等。所

以，年轻人对环境质量标准要求更高，其人口比重将会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与此相

反的观点认为，由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抵抗能力的差异，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对环境质量的恶

化更加敏感，而且老年人也有较好的资源储备和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因

此年轻人口与环境质量之间会存在负相关关系。就这两方面观点而言，人口年龄分布对环境

质量的具体影响需要通过实证来检验。

2．教育水平与环境质量

现有的研究大都认为教育水平和环境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环境危害的认识会比较充分，环保意识会更加强烈，也会愿意为环境保护工作出力。

同时，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不仅有意愿，又有能力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己的环境偏好，对政

府环境政策施加影响。比如，网络技术的运用、各种媒体的传播和加入环保NGO组织等等。

高校的环保社团和环保组织的教育水平就明显说明这一点。因此，可以预期教育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民众表达环境偏好，对环境质量会产生正的影响。

3．城市化水平和环境质量

尽管对于中国现实来说，由于城市化带来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

大量的燃料和化学物质，产生大量有害物质，形成种种污染。各地区曾引为自豪的经济开发

区大都成为污染大户。但从理论上来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市民向政策制定者表达环

境偏好的成本（Rivera-Batiz，2002）。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涌现各种市民的环保行动，

这些行动将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政策制定者会更多考虑城市居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种种环保

措施。何况现阶段采取的具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城市化水平的提

高也会存在治理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因此，如果控制其他经济活动的影响，城市化水平提

高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有待检验2。

4．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质量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来源于“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认为，

由于不同国家的环境标准不同，那些环境标准较低国家，企业承受的环境成本较低。这种成

本的差异会吸引环境敏感性的跨国企业，将具有高污染性质的产品转移到环境保护程度较低

的不发达国家。不过，尽管这一假说从理论上得到说明 ,但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经验验证 3。

1 尽管环境库兹列兹假说的检验可以获悉经济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但是加入各种经济政策变量可以有

效分析出影响环境质量的途径。
2 当然，具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虽然可能导致城市环保努力的加强，但却可能出现污染源由城市向农村

的转移现象（事实上，这一现象已不足为奇），这将导致环境保护的不公平问题。不过，这并非本文的讨论

重点。
3 应瑞瑶和周力（2006）利用中国数据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工业污染的格兰杰原因，各地区的 FDI
水平与工业污染程度正相关。不过由于控制的因素过少，这一结论难以具有说服力。



四、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一）计量模型

关于估计方程，我们主要估计以下两种计量模型。首先，现有文献研究指出，居民收入

和人口密度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Grossman and Krueger,1995）。参照现有研究的通行做法，

我们首先估计仅包含人均收入、人口密度和财政分权的如下基准模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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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第 省份 年的环境质量， 第 省份 年的人均实际 GDP， 表示人itEn i t itY i t itP

口密度， 度量 省份 年的财政分权程度， 表示不可观测的省或直辖市的特质，itFisdec i t ic

是随机扰动项，假设与解释变量无关。itu

其次，根据第三部分的分析，多种社会结构因素和经济活动会影响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偏

好，从而决定环境质量的变化，我们又估计了扩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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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第 省份 年的年龄分布， 表示教育水平， 代表城市化ityouth i t itliter iturban

水平，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模型我们都是采用退化式方程（ reduce-form），这意味着我们估计

解释变量的系数是一种净效应，这种方程形式也隐含假设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之间只存在单

向关系，环境质量对财政分权程度并无反馈作用1。

（二）估计方法

在估计方法选择上，我们采取系统广义矩方法（system GMM）来估计上述动态面板数

据模型。这一模型由Arellano和Bond（1991）、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
（1998）发展起来。而在方差计算上，Windmeijer（2005）指出通过有效的GMM两步（GMM t wo-
step）估计法计算出来的标准误，能显著降低小样本情况下的估计偏差。因此，我们采用稳

健（robust）二步法计算标准误。

之所以采取这一估计方法，主要基于三点理由。首先，由于我们采用年度数据度量环境

污染程度，考虑到环境质量在时间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先前年份的环境污染程度

可能影响后来年份的地区环境质量。当因变量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会导致解释变量与

随即扰动项的相关，出现解释变量的内生问题。其次，各省、直辖市本身可能存在不可观测

1 尽管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倡导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在此过程中对环保的重视态

度会影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权利配置，但作为实证中的一个假设，不失为一个简化手段。



的固定效应 ，如果这些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将会影响我们估计的一致ic

性。另外比较重要的是，我们采用的度量公众偏好的经济社会指标中，存在相互决定的可能

（如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因此，控制这些解释变量潜在的联合内生性（joint
endogeneity）显得比较必要1。

五、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

其中环境的指标主要来自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财政指标则来自于《中国财政年鉴》，

其余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无法得到重庆市 1997 年之前的环境质量数

据，样本包括了除重庆外的内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共 30个观测单位。作为面板数据的

实证研究，尽管我们希望获得较长的时间跨度，以便得到富有说服力的结论。但由于缺乏

2005 年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1996 年以前关于年龄分布的统计数据也无法获得，充分

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后，我们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1996－2004年。

本文衡量环境质量的因变量指标有三个，分别是各省历年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

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利用各省历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

弃物排放量除以地区年底总人口得到。尽管有研究用“三废”排放量和地区面积的比率衡量

污染程度，但是为了更好的刻画环境污染对居民的健康影响，我们认为采用人均“三废”作

为度量指标更为合适2。

作为本文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文献中讨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选择较多，并不统一。

如有的采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Ma，1997），有的以

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Lin and Liu，2000），Zhang 和 Zou (1998) 以

人均省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总支出的比值等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等等，不同研究根据研究的侧

重点选择了不同的度量标准。不过，无论选择什么指标来度量中国各省的财政分权度，有两

个问题需要重点考虑：各省人口规模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因为中国省级政府支出水平与其辖

区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有关, 地方政府支出大并不一定就说明其财政分权水平高。同时，如果

不能排除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我们也会错误的度量不同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如我们可能

高估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因此，我们在这里采取用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

支出的比值度量3，用以刻画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

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和。这一指标既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又排除了中央对地方

的转移支付的影响。由于我们认为目前官员的政绩考核前提下，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

偏好于发展经济而忽视民众的环境保护偏好，我们预测 的数值为正4。7β

另外，人均实际 GDP 的数据可通过历年各地区人均 GDP 数据和人均 GDP 指数相比得

到。如果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符合环境库兹列兹假说，那么可以预测 1β

的符号为正、 的符号为负和 的符号为正。人口密度数据用各地区年底总人口数据和地2β 3β

1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不少研究财政分权或城市化水平影响的文章较少考虑这些问题。
2 当然，很多国内外研究采用人均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碳等人均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指标度量，

但是鉴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延续性，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合适度量指标。
3 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国内研究中乔宝云（2002）和殷德生（2004）也采取类似的处理。
4 因变量是人均“三废”排放量，越多表示环境恶化程度越高。下面变量系数的解释同样需要注意。



区国土面积的比值得到1。显然，如果人类活动越频繁，那么对环境的破坏越大。因此，我

们预测 的符号为正，如果这种效应边际上是递减的，那么 的符号为负，而 符号为4β 5β 6β

正。

我们还控制的其他变量指标分别包括如下内容。其中 表示第 省份 年的年龄分ityouth i t

布，我们用各地区 15岁以下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得到，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这一变

量的系数只能通过实证结果来得到。 是各地区在 年份的成人识字率，来衡量不同地itliter t

区人群在不同年份的受教育水平，根据前面理论分析，预计这一变量的系数为负。 iturban

代表非农业人口占地区年度总人口的比重，是我们衡量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指标。由于我们

认为虽然中国城市化步伐带来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但城市化会

使民众的环境偏好更容易得到传递，同时控制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一变量的系数符号也需要

实证得到。 度量对外经济合作的环境影响，用当年按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计算的外商直fdi

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如果“污染天堂假说”成立，这一变量的系数将为正。

附录中表 1给出了这些变量的基本统计值。

六、实证检验

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在基准模型中估计财政分权度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然后在方程（2）

中估计，考察控制住其他社会结构因素和经济行为后的结果变化。

（一）基准模型的估计

我们首先估计了方程（1），估计结果见附录表 2。表 2的（1）－（6）栏分别是废水、

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和标准差。除了常数项外，所有估计值都在 1％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

首先，可以看到环境污染确实存在一定的持续性，无论以人均废水、废气还是固体废弃

物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上一期环境污染都与下一期的排放量显著相关。说明了我们采取动

态面板数据的必要性。其次，就财政分权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来说。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显示，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对环境质量有显著负面影响。财政分权度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废

水排放量将提高 0.04吨左右，人均废气排放量将提高 0.009 亿标立方米左右，人均固体废弃

物排放量将提高 0.006吨左右。

另外我们发现，当以人均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基准模型的估计确实

验证了 EKC 的假说，因为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其二

次项系数符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但是对于废水排放量来说，并没有验证 EKC
假说，人均收入反而和其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从废水排放这个指标来看，经济发展已经与

其“去联系化”（delinkage）了。

人口密度对各个环境指标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对于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来说，人口密度

增加显著提高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影响，但人口密度二次项的符号为负，说明这种增长趋势

随着人口的增长变缓。而人口密度与人均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负相关，说明人口

1 其中各地区国土面积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中央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



密度对二者并未带来二者排放量上升。

（二） 加入偏好变量的动态模型

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和前面的分析，代理偏好的变量如地区教育水平、地区城市化进程

和一些控制变量人口密度、FDI 等因素也可能影响着环境质量。为了准确分析财政分权度对

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我们加入这些控制变量估计方程（2）。估计结果由附录表 3 给出。通

过表 3 我们发现，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并不显著改变基准模型的结论，但存在些微差别。

表 3同样显示了环境污染确实存在一定的持续性，无论以人均废水、废气还是固体废弃

物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上一期环境污染都与下一期的排放量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说明了我

们采取动态面板数据的必要性。

而对于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来说，财政分权度与人均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显著

呈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度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废水排放量上升 0.05 吨，人均废气排放

量上升 0.02亿标立方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将提高 0.006 吨左右。

我们再次发现经济发展对于不同环境指标来说，影响有所差异。对于废水排放量来说，

并没有验证 EKC 假说，人均收入反而和其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经济发展已经与废水排放

量“去联系化”（delinkage）了。但当以人均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依然

存在人均收入和环境质量的倒“U”关系，符合 EKC假说预测。另外，我们同样发现人口

密度对各个环境指标的影响方向不一致。人口密度增加显著提高工业废水排放，但对于其余

两者影响为负。

在加入的控制变量中，人口年龄分布对环境质量指标影响不同，年轻人口比重上升与废

水排放量无显著关系，不过会导致工业废气增多，且与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负相关，说明人口

年龄分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途径不同。人口识字率的上升显著降低工业废水和固体废气物的

排放量，验证了居民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确实对环境保护起到促进作用。因为居民教育水

平的提高一方面有助于整体环境保护意识的上升，同时又有助于环境保护偏好的传递。城市

化进程与工业废水排放量无显著相关关系，但与与工业废气和固体排放物排放量正相关，说

明城市化进程确实导致环境的恶化。无论以人均废气还是固体废弃物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

FDI 的系数符号都为正，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验证了“污染天堂假说”，说明外商

直接投资确实存在将高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的现象。这与应瑞瑶等（2006）发现一致，他们

利用中国数据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工业污染的格兰杰原因。

（三） 稳健性检验

由于针对财政分权的度量可能存在争议，本文也采用了地方本级财政支出占中央本级财

政支出的比重这一常见的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我们同样进行了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的

检验，具体回归检验可见表 4和表 5。
表 4和表 5的结论与前面类似。尽管系数估计值不同，这是由于采取不同指标的缘故，

但是系数的符号基本和前面类似。首先，表 4和表 5都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和环境质量指标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财政分权度上升会带来环境质量的下降，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结论 。

而人均废水排放和经济发展负相关，确实呈现“去联系化”特点，同时工业废气排放和固体

废弃物排放也符合 EKC 假说的验证，存在人均收入和环境质量的倒“U”关系。但对于工

业废水排放量来说，尽管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为负，没有得到这种关系，但结果并不显著。

同时我们也发现人口识字率的上升有助于减少工业废水和固体废气物的排放量，说明教

育水平在传递公众环境偏好中的有效作用。当以人均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作为环境质量的指

标，FDI的系数符号都为正，再次验证了“污染天堂假说”。我们同样发现人口密度对各个

环境指标的影响方向不一致。人口密度增加显著提高工业废水、废气的排放，但对于固体废

1 我们也采用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收入占人均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各省本级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

两个指标进行了检验，结论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弃物影响为负。

（四）进一步讨论

上述检验主要分析不同地区内部分权水平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并没有考虑不同地区财

政之间分权水平可能存在的差异。由于我国地区差距显著，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不一，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会不会投入更多的努力关注环境保护呢？如果这一假

设成立，那么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分权会有利于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我们从两方面

对这个假说进行了考虑。首先，我们在表 6中给出了东、西部地区分权水平和环境质量的描

述统计1。从描述统计来看，我们发现虽然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无论从均值，还是最小、

最大值都比西部地区相应的指标值要大，但是环境污染指标同样比西部地区指标值大，并没

有反映出经济发达地区更好的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特点。其次，我们在上述估计模型中加入

了人均 GDP 和财政分权的交叉项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这一交叉项的符号在不同的指标下并

不稳定，同时统计上也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分权对于地方政府环境管制的负面影响在不

同地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内生性问题是另一个潜在的可能问题。因为虽然分权改革可能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

偏好，但中央政府也可能根据地方的环境水平调整地方的分权水平，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

么将出现内生性问题。不过，从实证方法来说，本文中使用的 GMM估计程序考虑了所有解

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当然这一估计程序必须在解释变量满足弱外生性假设下才有效，这就

要求解释变量和未来的随即误差项不相关，我们使用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

的有效性，表 2和表 3的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正确性不能被拒绝。

（五）小结

比较上面模型估计的结果，下面几点结论值得关注。第一，无论是基准模型，还是扩展

模型，我们都发现上一期污染物排放量显著与下一期污染物排放量正相关。说明环境污染在

时间上存在持续性特点，治理环境污染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

第二，财政分权的提高显著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并且这种影响程度在数值是相似的。

财政分权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废水排放量会显著提高 0.05吨左右，工业废气排放量

会显著提高 0.002亿标立方米左右，工业废弃物排放量会显著提高 0.006吨左右。验证了前

文的理论分析，说明在 GDP 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导致地方政

府的相互恶性竞争，忽视了居民环境保护偏好需求。而扩展模型检验中发现居民教育水平对

环境积极影响，也间接说明民众的环境偏好如果能得到表达，对于政府环境管制绩效有促进

作用。这一点与 Fazin 和 Bond（2006）的实证结果吻合。

第三，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环境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 。

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工业废水排放量已经和经济发展“去联系化”（delinkage），说明国家在

治理污水排放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另一方面就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来说，EKC 假说得到

验证，说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虽然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但这种下降的趋势在变缓2。这

一结果与宋涛等（2006）的研究一致，他们利用中国省级数据验证了 EKC 假说，并且指出

这种关系存在地区差异。但与张晓（1999）的结论不同，他们研究认为改革初期，虽然经济

增长带来环境恶化，但这种经济增长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环境库兹列兹曲线所描

述，环境恶化速度低于 GDP 增速。此外，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对环境有显著不利影响。

当然，我们的估计方法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由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会导致观测

值的急剧减少。我们使用因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导致我们观测值少了将近 60 个左

右，在数据年限跨度不大的情况下，将导致大量信息的丢失。其次，如果选取的工具变量与

1 东、中、西部省份划分标准按照国家统计局（2003）的解释，见 http://www.stats.gov.cn。
2 OECD报告也证实这一点。根据新华社电载，OECD组织 2006 年发布的《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 》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有缓解的趋势。

http://www.stats.gov.cn/tjzs/t20030812_402369584.htm


解释变量相关性较小，那么弱（weak）工具变量的可能也将影响我们的结论。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1996－2004 年省级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分权式改革带来的环

境成本。我们发现，发现财政分权度提高显著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财政分权度每提高一个

百分点，工业废水排放量会显著提高 0.05吨左右，工业废气排放量会显著提高 0.02 亿标立

方米左右，工业废弃物排放量会显著提高 0.006吨左右。同时，我们发现居民教育水平提高

有助于环境的改善，而人口密度对环境质量存在负面作用，FDI的上升显著导致环境质量的

下降。另外人口年龄分布对于环境质量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随着环境质量度

量指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本文的结论对于中国分权式改革得失的思考有深刻意义，也为未来环境质量的治理提供

新的视角。从本文结论出发，我们认为未来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之间关系，有三点值得

注意。首先，分权式改革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采取 GDP

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下，这种分权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的负面激励作用应该

受到重视。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会可能公共品提供的缺乏，环境的严重破坏不过是其中

一例。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如果想要改善环境质量，可能需要中央政府适当的财政集权。其

次，为了有效的传达民众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偏好，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来

说，不应再单纯以 GDP 为唯一指标，应该从多种维度完善政绩考核标准，激励地方政府官

员提供公共物品。再次，解决环境问题应该同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相联系，应当鼓励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治理方案的调整，以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传达民众的环境偏好。保护环境质量不仅

需要政府的环境管制，提高居民教育水平，加强环保意识的宣传等等也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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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表 1 变量的统计描述

注 1：在变量的基础统计中，我们包括了重庆、西藏和青海三个地区。

注 2：本文统计和计量结果全部由 STATA 10版本软件给出。

指标/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环境指标

water 吨/人 278 16.27 9.95 2.27 81.83
solid 吨/人 278 0.71 0.49 0.01 3.05
gas 亿标立方米/人 278 1.37 0.94 0.04 5.67

分权指标

fisdec 比例 278 0.71 0.10 0.52 0.93
fisdec2 百分比 278 2.27 1.39 0.36 7.65

公众偏好指标

youth 人口百分比 278 22.86 48.99 8.8 35.14
liter ％ 278 80.85 9.13 39.02 92.77
urban ％ 278 34.19 17.26 13.51 84.64

其他控制变量

fdi ％ 266 3.04 3.45 0.05 16.85
pergdp 百元/人 278 91.57 7276 2093 46718
popden 百人/平方公里 278 3.64 4.59 0.02 28.1



表 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注 1： * （**，***）分别表示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相同。

注 2：解释变量 En(-1)表示环境质量指标的滞后期。下标相同。

因变量

water gas solid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常数项 -0.0181 0.0465 -0.023*** 0.0077 0.0072*** 0.0039

En(-1) 0.2316*** 0.0135 0.4253*** 0.0161 0.5578*** 0.0216

fisdec 4.2422*** 0.7132 0.9281*** 0.1419 0.6044*** 0.1251

pergdp -0.0248*** 0.0047 0.033*** 0.0016 0.0065*** 0.0013

pergdp2 0.0002*** 2.83E-05 -0.0001*** 6.11E-06 -0.00002*** 5.41E-06

pergdp3 -3.82E-07*** 3.94E-08 1.13E-08*** 7.07E-09 2.52E-08*** 7.01E-09

popden 22.9221*** 2.6145 -1.0445* 0.5648 -0.4761*** 0.0944

popden2 -2.3081*** 0.1717 0.0852** 0.0403 0.0297*** 0.007

popden3 0.046*** 0.0032 -0.0015** 0.0007 -0.0005*** 0.0001
Wald卡方检验 89867 6930 23785

省份数 30 30 30
观测值 209 204 204

设定检验（p值）

(a) Sargan 检验 0.5140 0.5242 0.7445
（b)序列相关检验

二阶自相关 0.4641 0.9759 0.8125



表 3 加入偏好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因变量

water gas solid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常数项 -0.0096 0.143 0.0641*** 0.0044 0.0029 0.0041
En(-1) 0.2218*** 0.0201 0.5343*** 0.0296 0.5692*** 0.0198
fisdec 5.4369*** 1.9724 1.9646*** 0.0899 0.6674*** 0.1227
pergdp -0.0183* 0.011 0.0019*** 0.0005 0.0004*** 0.0001

pergdp2 0.0001*** 5.28E-05 —— —— —— ——

pergdp3 -3.12E-07*** 7.2E-08 —— —— —— ——
popden 23.4377*** 3.4305 0.0587*** 0.0095 -0.054*** 0.0098

popden2 -2.2236*** 0.2424 —— —— —— ——

popden3 0.04354*** 0.0047 —— —— —— ——
liter -0.1015*** 0.0267 -0.0043*** 0.0015 -0.0031 0.0019
urban 0.0109 0.0067 0.0033*** 0.0005 0.0008*** 0.0002
youth 7.9497 13.1879 1.477*** 0.54 -3.1599*** 0.3814
fdi -0.0077 0.0596 0.0256*** 0.006 0.0169*** 0.035

Wald卡方检验 16323 42850 18690

省份数 30 30 30
观测值 204 204 204

设定检验（p值）

(a) Sargan 检验 0.8167 0.4627 0.7445
（b)序列相关检验

一阶自相关 0 0.0171 0.0254
二阶自相关 0.1316 0.4019 0.5393



表 4 稳健性检验（1）

因变量

water gas solid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常数项 0.0669 0.0566 -0.0191*** 0.0073 0.0059 0.004
En(-1) 0.2289*** 0.0173 0.4247*** 0.0229 0.5789*** 0.0193
fisdec2 23.5953*** 3.8114 3.1399*** 0.3516 2.4046** 0.3949
pergdp -0.0372*** 0.0052 0.033*** 0.0017 0.0077*** 0.001
pergdp2 0.0002*** 0.00002 -0.0001*** 6.29E-06 -0.00002*** 4.89E-06
pergdp3 —— —— 1.14E-07*** 7.38E-09 3.14E-08*** 6.94E-09
popden 19.8428*** 2.4235 0.1045* 0.5852 -0.6386*** 0.1433
popden2 -2.0351*** 0.1737 0.0998** 0.0431 0.0481*** 0.0086
popden3 0.0405*** 0.0033 —— —— -0.0009*** -0.0002

Wald卡方检验 77697 4963 3709
观测值 209 209 209



表 5 稳健性检验（2）

表 6 东西部分权和环境指标比较

因变量

water gas solid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常数项 0.0639 0.1606 -0.0075*** 0.0162 -0.011* 0.0064
En(-1) 0.2184*** 0.0219 0.2923*** 0.0689 0.5484*** 0.0325
fisdec2 28.409*** 7.8642 3.5329*** 0.7084 2.1562*** 0.6465
pergdp -0.2107** 0.0106 0.0292*** 0.0034 0.0034*** 0.0012
pergdp2 0.0002*** 0.0001 -0.0001*** 0.00001 -0.00001* 5.67E-06
pergdp3 -2.94E-07*** 8.16E-08 9.05E-08*** 1.14E-08 1.06E-08* 7.87E-09
popden 20.0089*** 3.5705 -0.755 0.527 -0.8697** 0.3526
popden2 -1.9059*** 0.2631 0.0626* 0.0356 0.063*** 0.0241
popden3 0.0371*** 0.0051 -0.0011* 0.0007 -0.0012*** 0.0005
liter -0.1002*** 0.0325 -0.0059* 0.0033 0.0015 0.003
urban 0.0102 0.0068 -0.0006 0.0009 0.0001 0.0005
youth 10.9918* 15.0445 -0.0464 1.6521 -3.5957*** 0.5107
fdi -0.0347 0.0725 0.0103** 0.005 0.0101*** 0.0033

Wald卡方检验 25456 8890 5233
观测值 204 204 204

东部 西部

指标/变量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环境指标

water 108 22.64 12.27 8.43 81.83 89 11.12 5.68 2.27 29.33
solid 108 0.71 0.5 0.09 2.46 89 0.57 0.26 0.004 1.17
gas 108 1.76 1.01 0.4 5.07 89 1.01 0.69 0.04 3.98

分权指标

fiscalde 108 0.58 0.15 0.3 0.87 89 0.36 0.07 0.25 0.52
fiscalde2 108 3.09 1.68 0.4 7.65 89 1.41 0.91 0.36 4.12



FiscalFiscalFiscalFiscal De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 andandandand EnvironmentalEnvironmentalEnvironmentalEnvironmental Pollution:Pollution:Pollution:Pollution:

EEEEvidencevidencevidencevidence fromfromfromfrom DataDataDataData onononon ProvinceProvinceProvinceProvince levellevellevellevel inininin ChinaChinaChinaChina
Yang Ruilong Zhang Quan Zhou Ye’a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us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to analysis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 quality by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usually
emphasize the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lso faster
decreasing as well as economic growth. So we should study the environmental cost introduced by
the reform. Using panel data on province level,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1996 to 2004, we ex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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